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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

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

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

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

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

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

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

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

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

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

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

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

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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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黄土高原横跨7省区，总面积约64万km2，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其乡村快速

变化。截至 2016 年底，黄土高原乡村人口总数为 6228 万人，粮食产量达到 2975 万 t，

GDP总值约为48781亿元，但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城镇化比率普遍偏低，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滞后，乡村转型发展较大程度依赖农户生计模式变化自下而上产生的推力作用。乡

村转型发展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1]，其概念内涵与国际上流行的乡

村重构（rural restructuring）这一术语较为接近，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业

经济比重的下降引起的乡村经济调整、乡村服务部门兴起和地方服务的优化，以及城乡

间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要素重组等各类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

过程[2]。纵观国内外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乡村转型发展内涵与过程格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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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3-7]、乡村转型发展类型与地域模式研究[8-12]、乡村系统发展理论及驱动机制研究[13-17]、
乡村空间重构研究[18-22]和“农村空心化”研究[23-27]等。人口、经济和农业作为衡量乡村转
型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刘彦随从产业结构、劳动力
结构、农业生产效益三个角度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的农业优势指数格局、乡村转型
发展情景及土地利用转型展开研究，并提出新农村建设的理念、模式和建议[5]；龙花楼等
从乡村发展程度、乡村转型程度和城乡协调程度等三个维度的视角出发，基于经济发展
度、农业发展度和社会发展度三项准则，研究了“苏南—陕北”样带区乡村转型发展时
空格局的演变过程，并划分出8类不同的地域类型[28]；Hedlund等以人口迁移和结构演化
为切入视角，研究1945—1980年期间瑞典乡村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并探索影响乡村重
构的内在机制[27]；Hubersannwald等从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和生态等视角切入，基于
恢复力—脆弱性（V-R）模型，结合适应性循环理论，探究了墨西哥干旱区不同尺度社
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为系统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29]；王子侨等从社会—生态系
统的视角出发，基于体制转换理论，构建“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探索苹果种
植对于陕西省长武县农户家庭体制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体制与农户家庭体制的对应
关系[30]。

体制转换（regime shift）是指系统在内
部和外部扰动的共同作用下跨越体制间阈
值的过程。即系统由某一种体制状态变为
另一种体制状态，形成全新的结构和功
能，系统的控制性要素和状态性要素随之
发生阶段性变化，可根据相应的特征要素
进行刻画[31-32]。体制转换发生的过程通常以

“盆—球”模型进行描述（图1）。其中，球
体表征系统，盆域则表征不同类型的体
制，球体在外部扰动和系统内部变化的共
同作用下，在不同吸引域中产生迁移，当
球体跨越阈值进入新的盆域，系统随即完
成一次体制转换，进入一个新的且相对稳
定的状态[32]。乡村作为一种由人类活动主导
的地域系统，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产
业功能。其中，人口、土地和农业等要素紧密结合，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系统发展过程
的稳定和连续特征，同时，市场变化和政策扶持等外部扰动又成为诱发系统突变的潜在
因素，已有研究将该理论引入乡村研究领域[30, 33-34]。因此，乡村地域系统的以上特征均符
合Holtz等 2008年所提出体制转换理论假设的功能性、连贯性、稳定性、突变性和自组
织性等基本特性，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31]。

在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和市场化背景下，黄土高原传统乡村的特征逐渐发生变化，表
现在社会构成上由农民向半工半农乃至到市民的分化，经济构成上由第一产业向二、三
产业转移，农业构成上由粮食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转变，这些改变逐渐引发了当地人口
结构、经济结构和农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 [35]。本文从微观视角切入，基于

“人口—经济—农业”分析框架，借鉴体制转换理论，识别乡村空间格局，模拟演化路
径，揭示乡村转型发展在农户和村域尺度过程的互馈机制，以期为促进黄土高原乡村可
持续发展和推进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图1 系统体制转换
Fig. 1 The scheme of system regime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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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地域系统体制转换测度框架

对于不同阶段的乡村地域系统，能够表征系统基本状态的要素较多，但引导系统发
生体制转换的控制性变量往往较少。同时，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相互作用密切，控制变
量通常通过改变状态变量对系统发生作用[36-37]。本文依据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自1980年
以来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结合自2011年以来的农户追踪调查分析，识别粮食种
植、苹果种植和外出务工作为控制性因素，构建反映乡村地域系统体制与农户家庭体制
映射关系的乡村地域系统体制转换概念框架[30, 33]。

农户家庭作为组成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单元，为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其
生计的方式和结构亦不断变化，由于相似的地域文化和自然资源禀赋限制，同时在社会
趋同效应的作用下，农户家庭往往趋向于选择相似的生计方式，当越来越多的农户家庭
选择新型的生计方式时，将推动整个乡村地域系统发生转变，即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不断
推动乡村地域系统体制转换，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30]。如图2所示，农户家庭体
制在演化之初为粮食主导型（H1），即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生计模式，随着苹果种植技术
的扩散和外出务工行为的出现，苹果种植和非农业活动逐渐成为新的生计方式，农户家
庭体制随之发生转变，但不同农户家庭由于资本结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限制，体
制转换的方向产生分化。粮食非农型（H2），在维持粮食种植的基础上，非农活动出现
并成为重要的生计方式，成为粮食主导型（H1）演化的一个方向。同时，粮食主导型
（H1）和粮食非农型（H2）的农户共同构成了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R1）。苹果主导型
（H3）和苹果农均衡型（H4），苹果种植替代粮食种植成为新的生计方式，土地和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被转移到以苹果种植为主的生计方式中，粮食种植不再是支撑农户家庭的基
本组件，引导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体制（R1）转化为新型农业体制（R2），系统的
控制变量发生转变。同时，苹果主导型 （H3） 高度依赖苹果种植，而苹果农均衡型
（H4）则兼顾到非农活动，处于体制后期，构成农户家庭体制演化的两个新的方向。非
农主导型农户（H5），非农活动取代粮食种植和苹果种植，成为支撑农户家庭运转的新
主导要素。随着非农活动占比逐渐增加，非农主导型农户（H5）逐渐增多，乡村地域系
统由传统农业体制（R1）和新型农业体制（R2）演化为非农体制（R3），系统控制变量
再一次发生转变。

图2 乡村地域系统体制转换概念框架[30]

Fig. 2 The concept frame of regime shift in rural geograph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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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渭河流域北部，覆盖陕西省延安市、铜川

市、宝鸡市、咸阳市和渭南市部分区域在内的27个县区。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业资源

丰富，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根据中国

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1981年对中国7大优质苹果产区的评估，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是

唯一符合7项苹果种植气象指标的区域。

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位于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中部（图3），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位于107°38′E~108°52′E、34°51′N~35°18′N，东西长约107.73 km，南北宽约85.84

km，总面积约 3580.64 km2，辖 28 个镇、4 个社区和 3 个街道办事处，共计 580 个行政

村。截至2016年末，研究区内总人口为83万，地区生产总值为362.7亿元，农村居民年

人均纯收入为9173元。自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广泛推广苹果种植以来，受政策帮

扶、农业技术扩散、市场变化等因素影响，当地的土地利用模式、产业结构和农户生计

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苹果种植逐渐取代粮食种植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也成为当地

农户重要的收入来源。

图3 研究区位置及陕西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范围
Fig. 3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administrative map of counties of Binxian, Changwu and Xunyi,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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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乡村调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源于2016

年度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的《统计年鉴》和《农业经济统计公报》。对于乡村问卷调
查，预调查时间为 2017年 4月 16日—2017年 4月 22日，对 17个行政村的村长以及部分
农户进行访谈，内容涉及村庄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投入结构、农业种植结构、收入水
平、自然灾害、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问卷正式发放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4 日—
2017年7月22日，在预调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问卷，依据研究区内源、梁和河谷等地貌
区的人口占比进行分层随机抽样，筛选出研究区内130个行政村（54772户）作为基本单
元。在问卷发放量方面，取 95%的置信度下标准正态分布的分位点值 1.96±3%的误差界
限（真值 0.5），确定最低调查户数为 1046 户。最终发放问卷 1050 份，有效问卷 1027
份，有效率为98%。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含7个方面：① 人力资本，涉及家庭规
模、性别、年龄、教育和就业等；② 自然资本，涉及耕地质量、种植结构、土地流转和
养殖情况等；③ 金融资本，涉及各类经济收入和支出；④ 物质资本，涉及住房、家
电、网络和农用车等10项家庭固定财产；⑤ 社会资本，涉及亲友属性、农业信息渠道、
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合作社等；⑥ 苹果种植，涉及家庭苹果种植结构、历程、保险和市
场变化；⑦ 个体感知，涉及被调查者对生产、生活和政策的满意程度等方面的 16 项
问题。
3.3 研究思路、过程和方法
3.3.1 农户家庭体制界定 针对农户类型的界定，已有研究大多从兼业视角出发，基于收
入或劳动力投入的比例进行划分[38-39]。本文依据已识别出的粮食种植、苹果种植和外出务
工等 3类主要生计活动，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40-41]，综合考虑收入结构和劳动力投
入，划分出粮食主导型、粮食非农型、苹果主导型、苹果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等5类农
户（表1）。

3.3.2 乡村体制识别及分布特征 以农户家庭体制为基础，对乡村体制类型进行划分。依
据乡村地域系统体制转换概念框架（图 2）中乡村体制与农户家庭体制的映射关系，本
文基于不同家庭体制类型农户所占比例的差异，将乡村体制划分为传统农业体制型、新
型农业体制型和非农体制型等3种类型，并对其所处的地貌类型区进行说明。

依据乡村体制识别的结果（表2），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
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
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如图4所示，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主要
分布于彬县中部的小章镇和碳民镇以及西南部的韩家镇和底店镇等，旬邑县北部的湫坡
头镇、职田镇和马栏镇等。上述乡村占调查样本总数的20.77%，多分布在黄土梁地貌类
型区，受到耕地质量和交通条件的制约，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以粮食种植和长期外出务

表1 农户家庭类型及界定标准
Tab. 1 Peasant household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农户类型

粮食主导型

粮食非农型

苹果主导型

苹果非农型

非农主导型

划分指标

粮食收入占比(%)

80~100

20~80

0~20

0~20

0~20

苹果收入占比(%)

0~20

0~20

80~100

20~80

0~20

非农劳动收入占比(%)

0~20

20~80

0~20

20~80

80~100

主要劳动力投入方式

粮食种植

粮食种植、非农活动

苹果种植

苹果种植、非农活动

非农活动

调查户数
(户)

104

235

262

299

127

占比
(%)

10.13

22.88

25.51

29.11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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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为主。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分布最为广泛，包括彬县北部的北极镇和永乐镇以及南部
的太峪镇和龙高镇等，长武县的绝大部分镇域，旬邑县西南部的郑家镇、张洪镇以及丈
八寺镇等，占调查样本的73.85%，多分布在地势平坦的黄土塬地区和河谷地区。适宜的
耕地资源、临近市场的区位条件和苹果种植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该类地区苹果种植的发
展，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以苹果种植和短期外出务工为主。非农体制型乡村主要分布于
河谷地区，包括彬县中部的城关街道办，长武县中部的昭仁街道办和亭口镇，以及旬邑
县中部的城关镇，占调查样本的 5.38%。相对发达的经济社会水平，较高的城镇化率，
以及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周边地区的乡村形成较为显著的差异，该地区农户的主
要生计方式以非农活动为主。
3.3.3 乡村转型发展度评价框架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5, 27-30]的基础上，基于黄
土高原乡村的经济社会特征，同时考虑到村域尺度数据的可靠性和获取性，构建含乡村
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度和农业生产发展度等3项准则，共计12项指标的黄土高原
乡村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表3）。
3.3.4 指标选取与权重测算 基于上述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的3项准则及其12项指标，本文
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和德尔菲法（Delphi）完成乡村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指
标选取和权重确定，具体步骤如下：

图4 2017年陕西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乡村体制分布格局
Fig. 4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regime in counties of Binxian, Changwu and Xunyi, Shaanxi Province, 2017

表2 乡村体制类型及界定标准
Tab. 2 Rural regime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乡村类型

传统农业体制型

新型农业体制型

非农体制型

划分指标(%)

粮食主导型和粮食

非农型农户总占比

50~100

0~50

0~50

苹果主导型和苹果

非农型农户总占比

0~50

50~100

0~50

非农主导型

农户占比

0~50

0~50

50~100

村落

数量(个)

27

96

7

总占比

20.77

73.85

5.38

占比(%)

塬

5.17

91.38

3.45

梁

58.82

41.18

0

河谷

10.53

76.3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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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量化指标体系。通过邮件形式，将拟采用的基本指标发送给20位从事乡村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收回有效问卷17份，并确定乡村度评价指标体系。

（2）建立模糊评价矩阵。根据完成的指标体系，由参与第一轮指标筛选并且有回馈
的专家使用1~9标度进行主观评价打分，建立模糊判断矩阵：

R =(rij)n × n, rij =(lij, mij, μij), lij + μij = 2mij （1）

式中：rij采用三角模糊数，表示任意两项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lij、mij和μij则分别表示
任意两项指标间可能存在的最小、中等和最大相对重要程度。

（3）计算模糊权重。对矩阵R逐行采用归一化处理，计算各指标 i 的模糊权重向量
Si

[42]。计算公式为：

Si =∑
j = 1

n

rij ×
æ

è
çç

ö

ø
÷÷∑

i

n ∑
j

n

rij

-1

, (i = 1, 2, …, n) （2）

（4）准则层权重去模糊化。采用可能度算法将模糊权重由向量转变为常规数值[43]。
若 M1( )l1, m1, u1 和 M2( )l2, m2, u2 是三角模糊数， M1 ≥ M2 的可能度 v( )M1 ≥M2 的计算公式

如下：

v( )M1 ≥M2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1, m1 > m2

l2 - u1

( )m1 - u1 - ( )m2 - l2

, m1 ≤m2, u1 ≥l2

0, u1 < l2

（3）

Ai = min v( )M≥Mi , (i = 1, 2, …, k) （4）

再根据公式（4）得到排序向量Ai，并归一化得到准则层权重Bi。
（5）指标层权重去模糊化。在指标层重复上述过程，得到指标层的归一化权重Cj，

利用公式（5）得到指标层的最终权重Dj （表3）。
Dj = Bi × Cj, (i = 1, 2, 3; j = 1, 2, …, 12) （5）

3.3.5 数据标准化 为消除乡村发展度各指标的不同量纲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本文采用Z-

表3 黄土高原乡村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development degree in the North Loess Plateau

准则层

乡村人口发展度

乡村经济发展度

农业生产发展度

准则层权重

0.31

0.35

0.34

指标层

人口密度(人/km2)

人均受教育水平(年/人)

人口增长率(%)

劳动力人口占比(%)

人均年收入(%)

人均固定资产产值(万元/人)

经济组织数量(个)

非农收入比重(%)

亩均经济产值(万元/亩)

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人均农业科技人员配置率(%)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t/hm2)

计算方法

总人口/村域面积

受教育年限总和/总人口

新增人口/总人口

劳动力人口/总人口

经济收入总值/总人口

固定资产总值/总人口

家庭农场数量+农业合作社数量

非农业收入总值/经济收入总值

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总人口

农业科技人员总人数/总人口

化肥使用总量/耕地面积

指标层权重

0.0933

0.0635

0.0698

0.0834

0.1061

0.0681

0.0799

0.0959

0.0896

0.0820

0.0799

0.0885

注：① 以上指标体系中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年收入、亩均经济产值和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等4项指标来源于问

卷调查的抽样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2016年各镇《农业经济统计公报》；② 以上12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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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ZXj =
(Xj - μ j)

σ j

（6）

式中：ΖΧj为变量标准化值；Xj为原始变量值；μj、σj分别为变量Xj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3.3.6 乡村发展度评价模型 为进一步说明乡村在人口、经济和农业3个维度发展水平的
差异，本文构建乡村发展度模型如下：

RDLn =∑
i = 1

12

Dj × ZXj, (n = 1, 2, 3) （7）

RDL =∑
n = 1

3

RDLn （8）

式中：RDL1、RDL2和 RDL3分别为乡村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度和农业生产发展
度；RDL为乡村发展度。
3.3.7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结合GIS空间类型划分和叠加技术，基于“因子力”度
量指标，可识别多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44]。本文引入乡村转型发展决定力指标q，测
度可能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潜在因素。

q = 1 - 1
nσ2∑i = 1

m niσ
2
i （9）

式中：q为各项乡村发展度的决定力指标；ni为次一级区域内的样本数；n为全部样本
数；m为次级区域总数；σ2为各项乡村发展度在整个区域的方差； σ 2

i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

差。假设 σ 2
i ≠ 0 ，模型成立，q的取值区间为[0, 1]，q值越大，说明某种生计方式对乡村

发展的影响越显著。
3.3.8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测算农户家庭不同资本要素对其生计方式的作用关系，本文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yn = β0 + β1x1 + β2 x2 +… + βm xm + ε, (n = 1, 2, 3, m = 1, 2, …, 7) （9）

式中：yn为因变量；β0为常数；β1、β2…βm为回归系数；x1、x2…xm为自变量；ε为随机
误差。

4 结果分析

4.1 乡村体制类型的空间分布
以研究区内 130 个行政村为基本单

元，根据乡村发展度评价模型结果，以
乡村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度和农
业生产发展度为基础，构建乡村体制类
型三维空间分布（图 5）。其中，黄色、
红色和蓝色球体依次代表传统农业体制
型乡村、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和非农体
制型乡村，球体的半径则根据其乡村发
展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列。

如图 5 所示，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
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其乡村人口发展度
为- 0.3979 ~0.0419，乡村经济发展度

图5 乡村体制类型三维空间分布
Fig. 5 The 3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rural regim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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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3626~0.0580，农业生产发展度为-0.3040~0.2195。基于统计数据与问卷调查结果，
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的人口密度均值为231.26人/km2，人均受教育年限为4.73年/人，外
出务工人口比率为67.71%，60岁以上人口比率为56.91%。由于劳动力人口的持续流失，
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的人口表现出低收入、老龄化和受教育水平低等特征，严重制约到
农业与产业的发展。同时，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大多地处区位条件偏远的黄土梁地貌类
型区，远离中心城镇，其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落后且结构单一，可接受到的农业技术信息
有限，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比例低下，对粮食种植依赖程度高，表现出较低的人均收入与
亩均经济产值。

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总体发展水平较高。其乡村人口发展度为-0.2040~0.3210，乡村
经济发展度为-0.1761~0.7055，农业生产发展度为-0.2983~0.5418。基于统计数据与问卷
调查结果，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的劳动力人口比率为 39.59%，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10.72
年/人，坡地面积占比为 19.51%，人均科技人员配置率为 4.75%，村庄通车比率为
100%。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的劳动力资源更为丰富，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同时在耕地
质量、种植技术和交通可达性等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了苹果种植业的发展。相较于传统
的粮食种植，苹果种植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亩均产值和
人均年收入的提升作用明显。同时，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
兴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又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乡村生产模式由粮食
种植向苹果种植的转化。另一方面，在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内部，由于耕地条件和区位
条件的差异，以及种植技术的推广在时间先后的差异，又发生了内部的分化，部分乡村
更倾向于苹果种植，另一部分则更倾向于短期务工。在苹果种植产业的作用下，农户由
于生计方式转变自下而上的推动了乡村由传统农业体制型向新型农业体制型的转变。

非农体制型乡村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度水平较高，分别为 0.2269~0.5068 和 0.3096~
0.4376，而农业生产发展度则水平较低，为-0.2198~-0.1109。基于统计数据与问卷调查
结果，非农体制型乡村的城镇化率为37.53%，人口密度为1026.89人/km2，人均受教育年
限为 13.11 年/人，非农产业从业人数比率为 38.61%。非农体制型乡村往往比邻城镇中
心，受城镇极化作用明显，通常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具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好的
教育条件，以矿业开采和运输业为主的非农活动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为乡村
体制的转化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然而，非农化过程又引发了耕地流失和农业占比不断
下降等社会问题，严重制约该类型乡村的农业发展，表现为较低的农业发展程度。
4.2 乡村体制转换路径分析

为说明乡村体制转换的路径过程，
本研究基于“盆—球模型”，以乡村体制
类型三维空间分布为基础，拟合“盆
域”基础曲面，分别以黄色、红色和蓝
色表征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新型农业
体制型乡村和非农体制型乡村的平均发
展程度，串联不同类型体制的空间位
置，对乡村转型发展的路径进行可视化
刻画分析（图6）。

在乡村体制转换的第一阶段，传统
农业体制型乡村位于体制转换的初始位
置，在乡村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

图6 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模拟
Fig. 6 The simulated path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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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农业生产发展度等3个方面均表现出较低水平。由于苹果种植和外出务工等生计活
动从内部产生的推力作用，以及种植技术扩散、市场吸引和政策扶持等从外部产生的拉
力作用，农业生产发展度首先提升，带动乡村人口发展度和经济发展度持续发生偏移并
跨越阈值，变为新型农业体制。作为一种全新的体制，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的功能特征
由苹果种植主导，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自组织性。在乡村体制转换的第二阶段，城镇
化和工业化所产生的拉力作用逐渐增大，同时在生活成本提升和社会环境变化的推力作
用下，诱发系统潜在的突变性，表现为城镇周边的农户最先投入非农化生计活动，乡村
体制逐渐向非农型演变，形成一个连贯的体制转换过程。
4.3 乡村体制转换各维度过程分析

为进一步刻画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人口、经济和农业的演化过程，本文依据乡村发
展度评价模型结果，分别构建乡村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度和农业生产发展度的体
制转换路径（图7~图9）。

乡村人口发展度。如图7所示，在乡村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人口发展度表现为下凹
递增趋势。相较于传统农业体制转换为
新型农业体制，人口发展度的增长在新
型农业体制转换为非农体制的过程更明
显。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大多位于黄土
梁地貌区，人口的组成结构单一，多以
老年人和儿童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向新
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和非农体制型乡村的
机械性流失严重；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
依靠交通条件与耕地资源的优势，在吸
引人口流入的同时，也保证了农户家庭
生活的基本需求，维持人口规模和结构
的稳定；非农体制型乡村分布在城镇和
矿业开发区周围，极化作用明显，成为
吸引劳动力资源转移的集聚点，表现出
高人口密度、高教育水平和年轻化的人
口结构等特征。

乡村经济发展度。如图 8 所示，在
乡村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度为
上凸递增趋势。相较于新型农业体制转
换为非农体制，乡村经济发展度的增长
在传统农业体制向新型农业体制的过程
更明显。在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中，粮
食种植比率为76.67%，人均年外出务工
时长为 6.32 月/人，亩均经济产值为
938.77 元。生计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粮
食种植与长期外出务工，广种薄收的生
产方式和缺乏稳定性的务工方式成为这
一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阻碍；在新
型农业体制型乡村中，苹果种植比率为

图7 乡村人口发展度体制转换路径
Fig. 7 Regime shift path in rural popul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图8 乡村经济发展度体制转换路径
Fig. 8 Regime shift path 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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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9%，人均年外出务工时长为 3.76月/人，亩均经济产值为 7119.28元。以苹果种植为
主的生计方式大幅提升了耕地的投出产出比例，种植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果树品种的更新
则保障了这一生计方式的可靠性，同时短期务工与农业生产的休作紧密结合，增强了农
户经济收入的稳健性，乡村经济发展度明显提升。然而，由于耕地条件的差异和苹果种
植的周期性特征形成了该体制内经济发展度的分异，也面临到市场波动等新的扰动；在
非农体制型乡村中，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占比为38.61%，人均年收入为16213.37元。矿业
开采、商铺经营和货物运输成为主导的生计方式，相较于农业化的生计方式，非农化在
直接提升经济收入的同时有效规避了自然灾害的扰动，但与市场波动的联系更为紧密。
同时，生活成本的提高又成为该类型区农户需要面临的新的扰动。

农业生产发展度。如图 9 所示，在
乡村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发展
度为倒“U”型演化趋势。农业生产发
展度在乡村由传统农业体制变为新型农
业体制型的过程中呈上升趋势，由新型
农业体制型变为非农体制型的过程中呈
下降趋势。在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中，
耕地的利用方式以粮食种植为主，耕地
面积较大但投出产出的效率低，生产方
式粗放，组织方式单一，缺乏农业技术
和信息的介入，处于较低的农业生产发
展水平；在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中，耕
地资源较为优越，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
基础，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介入，农业市
场信息普及度较高，与各项农业政策结
合紧密，同时出现了具有现代化特征的
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组织，整体处于较高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在非农体
制型乡村中，农业生产不断弱化，耕地流转为工业用地的现象不断增加，在非农化生计
模式的影响下，弃耕现象明显，农业生产大多以维持家庭基本口粮为基本需求，不再成
为主要的生计方式，表现为低水平的农业生产。

5 乡村转型发展微观机制

为识别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过程和影响因素，理清农户尺度和村域尺度在乡村转型
发展过程中的互馈机理，为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识
别苹果种植、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等3种生计方式为控制性变量，在村域尺度，基于地
理探测器诊断生计方式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机理，在农户尺度，基于多元线性回归识
别农户资本与生计方式的相互作用机理。
5.1 生计方式对乡村各发展度影响力

在村域尺度，研究选取乡村人口发展度、乡村经济发展度、农业生产发展度和乡村
发展度作为因变量，苹果种植收入占比、粮食种植收入占比和外出务工收入占比作为自
变量，测算因子决定力。如表4所示，在乡村人口发展度和乡村经济发展度方面，结果
较为一致，苹果种植和外出务工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收益，对人口的发展产生显著影

图9 农业生产发展度体制转换路径
Fig. 9 Regime shift path in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velopment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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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解释率较高，而粮食种植则均不显著；在农业生产发展度方面，苹果种植由于大幅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影响最为显著，解释率为57%。粮食种植的解
释率为23%，较为显著，主要因为粮食种植在乡村地区广泛存在，构成了乡村农业生产
的基础，外出务工则无显著影响；在乡村发展度方面，苹果种植和外出务工两种生计方
式均有显著的影响，解释率依次为 42%和 37%，粮食种植的影响程度较弱，仅为 12%。
因此，可以发现苹果种植和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支撑该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5.2 生计方式与农户资本相关关系

在农户尺度上，以研究区内分层抽样的1027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
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视角，本文选取了反映农户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
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7项指标，依次为农户苹果种植收入占比（y1）、粮食种植收入占
比（y2）、外出务工收入占比（y3）的主导因素进行诊断，其中包括：家庭人口数（x1）、
家庭抚养比（x2）、坡地面积比（x3）、耕地面积（x4）、家庭年收入（x5）、物质资本总值
（x6）和农业技术培训次数（x7）。运用SPSS 20.0平台采用向后筛选策略进行计算，结果
均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高，有效性较好，同时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计算结
果，得到3种不同生计方式所占收入比率与各项因子间的相关关系（表5）。

如表5所示，在苹果种植方面，规模较大的家庭和耕地面积较大的家庭倾向于选择
苹果种植作为主要生计方式，而苹果种植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和物质资本的增长，同时
苹果种植也受到农业技术培训的正面影响，较高的抚养比例的家庭和耕地质量较差的家
庭则不愿选择种植苹果；在粮食种植方面，具有更大抚养负担的家庭和耕地质量较差的
家庭更倾向于选择粮食种植，而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倾向于不选择粮食种植的生计方式，
同时种植粮食会减少家庭的年收入和物质资本的购入；在外出务工方面，人口规模较大
的家庭和耕地质量较差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的生计方式，同时外出务工有助于
提升家庭年收入和物质资本，而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和耕地面积较大的家庭则不倾向于
选择外出务工的生计方式。
5.3 农户生计与乡村转型发展互馈过程

农户家庭是组成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单元，其生计方式的组成结构对于乡村转型发
展具有自下而上的推力作用。对于同一乡村地域系统内的农户而言，他们通常暴露在同
样的扰动之下，这种扰动来源于相似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扰动促使

表4 农户生计方式对乡村发展度的决定力
Tab. 4 Geographic detection power of rural development degree by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因子

苹果种植收入占比

粮食种植收入占比

外出务工收入占比

乡村人口发展度

q值

0.27

0.06

0.33

p值

0.04

0.70

0.00

乡村经济发展度

q值

0.32

0.09

0.29

p值

0.00

0.45

0.07

农业生产发展度

q值

0.57

0.23

0.02

p值

0.00

0.03

0.93

乡村发展度

q值

0.42

0.12

0.37

p值

0.00

0.14

0.00

表5 农户生计方式与生计资本因子回归方程
Tab. 5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betwee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capital factors

回归方程

y1 = 0.455 + 0.074x1 - 0.072x2 - 0.025x3 + 0.033x4 + 0.034x5 + 0.011x6 + 8.173 × 10-4 x7

y2 = 0.411 - 0.081x1 + 0.086x2 + 0.035x3 + 5.761 × 10-6 x4 - 0.042x5 - 0.072x6

y3 = 0.293 + 0.076x1 - 0.11x2 + 0.074x3 - 0.018x4 + 0.027x5 + 0.017x6

R

0.931

0.927

0.942

R2

0.883

0.881

0.889

Sig.

0.000

0.000

0.001

359



地 理 学 报 75卷

他们的生计方式逐渐趋于同质化。当扰动发生转变时，大多数的农户家庭从自适应的角
度出发，向新的具有更强适应性的生计方式不断转化，逐渐形成乡村转型发展的内生动
力，推动整个乡村地域系统跨越阈值，完成体制转换，实现转型发展。基于量化测度结
果和上述过程，构建农户生计与乡村转型发展互馈机制（图10）。

从农户尺度出发，生计方式来源于农户家庭的自适应能力，包含劳动能力和耕地条
件，而劳动力要素在各类生计方式投入的占比存在差异时，便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收入，
间接影响到物质资本。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农户会根据经济和物质的反馈效应对劳动
力要素在不同生计方式的投入进行修正。此外，上述过程也会受到农业技术扩散、市场
波动、政策导向等外部扰动的作用发生偏移。由在相对均质的外部扰动的作用下，适应
能力较强的农户家庭会率先介入新的生计方式，而具有中等适应能力的农户家庭在社会
趋同性的作用下，会逐渐加入新的生计活动中，而适应能力较弱的农户家庭则最晚加
入，或脱离原有的生计群体。在上述过程中，当大多数的农户将劳动力要素投入到新的
生计方式后，所产生的推力则会将乡村地域系统推动跨越体制间的阈值，由量变引发质
变，完成乡村转型发展，构建新的人地关系，形成特定体制状态下的乡村功能，具备其
所属的稳定性和自组织能力。同时，由于乡村地域系统的特殊性，系统的演化过程往往
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发生，进而引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乡村地域系统
整体的转型发展又会对农户家庭的演化产生反馈作用。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乡村转型
发展的过程整体表现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连贯互馈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阈值
转化的节点可能是突变的。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乡村体制类型进行划分，130个

样本中，27个为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主要分布在黄土梁地貌类型区；96个为新型农业
体制型乡村，主要分布在黄土塬地貌类型区；7个为非农体制型乡村，主要分布在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镇周边，多处于河谷地貌类型区。

（2）在乡村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即乡村地域系统从传统农业型体制转化为新型农业
型体制，再至非农型体制，乡村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整体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
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
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

图10 农户生计方式与乡村转型发展互馈机制
Fig. 10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betwee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360



2期 鲁大铭 等：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3）农户家庭由于自适应能力的差异，将劳动力要素投入不同的生计方式，影响到
家庭经济收入和物质资本，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出不断调整，同时
在技术、市场和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各组件相互作用维持农户家庭的有序转化，
而适应能力的差异则促使系统内发生分异。作为乡村的基本单元，当多数的农户介入新
的生计方式，将会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且上述过程通常先发生于农业生产方面。另一方
面，乡村转型发展又会对农户家庭体制的演化产生反馈作用，表现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
连贯互馈过程。
6.2 讨论

以体制转换理论为基础，从微观视角切入，刻画乡村体制类型空间格局，模拟乡村
地域系统体制转换路径，聚焦农户家庭生计转变与乡村转型发展的互馈过程，理解黄土
高原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机理。将体制转换理论引入乡村转型发展研究领域，是深化体
制转换理论发展的实践案例，亦是对丰富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提出新的视角。

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体制转换理论为深入理解此
类复杂系统提供了有效的路径。本文以体制转换理论中“盆—球”模型为基础，量化乡
村转型发展路径，勾勒乡村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到新型农业型体制，再至非农型体制的变
化过程，尝试识别出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但并非涵盖全部可能性的过
程。根据自2011年以来在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持续调查分析，乡村转型发展不但在不
同时空背景下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演化方向也存在多种可能。除本文所构建的正向、
连续的演变方式外，也存在跳跃式的演变，如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向非农体制型乡村的
演变；消亡式演变，如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的消亡；倒退式演变，如非农体制型乡村向
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的演变的等。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乡村地域系统本体的稳健性较为
有限，来自人口流失、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等方面剧烈的扰动诱发了乡村地域系统内在
的突变性，改变乡村原本转型发展的自然轨迹。

参考国内乡村转型发展领域已发表的众多研究，不难发现控制性变量的识别对研究
结果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本文以苹果种植、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等3种生计方式作为
甄别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互馈机制的抓手，从微观视角剖析乡村转型发展
的内在演化机理，然而未对其准确性的程度提供更为科学的评判，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
进行探讨。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关注黄土高原内不同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形
成从村域尺度扩展到乡镇和县域的跨尺度整合研究，以期为黄土高原乡村可持续发展和
推进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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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gime changes on the Loess Plateau. We selected cunties of Binxian,
Changwu and Xunyi located in the apple growing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as a case study to
construct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rural regime, identify the micro factors that affect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reveal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between farmers'
household regime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oing so we adopted a regime change
perspective, and applied th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 geodetector,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three findings. First, 27 of 130 selected samples,
distributed mainly in areas with loess girder topography, belonged to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 Meanwhile, 96 samples, distributed mainly in areas with loess tableland topography,
belonged to the new agricultural regime. Another 7 samples, mainly distributed in valley areas,
belonged to the non-agricultural regime. Second, when rural transformation sees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 replaced by the new agricultural regime, and finally the non- agricultural
regim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rural development follows an inverted U-type development
trend in a 3D space coordinate system. Simultaneously, rural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ollows
an upward convex development trend in a 2D space coordinate system. Meanwhil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llows an upward concav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velopment follows an inverted U- type development trend, both in 2D space
coordinate systems. Third, means of livelihood is the control variable that connects family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human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rectly affect financial and material capital at the farmer level. These
aspects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re guided by the response process at the village level of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population,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and lead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regime shift; geodetector; micromechanism;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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